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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农地撂荒问题研究】 　 主持人 　 罗必良

主持人语：粮食安全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必须严防死守耕

地保护红线，既要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 ，更要有效治理农地撂荒问题。 本专题发表罗

必良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３ 篇论文从不同维度讨论了农地撂荒问题的生成根源、行为逻辑、治

理策略，希望引起学界的重视并激发深化研究的热情。 庄健博士与罗必良教授的论文《务工距离如

何影响农地撂荒———兼顾时间、性别和代际的差异性考察》 ，考察了农民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

响。 作者强调，推进农村城镇化，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推进农地流转与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发育，
有助于缓解农地撂荒并改善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洪炜杰博士的文章《自然禀赋与农地撂荒———基

于对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考察》 指出，对于开放条件下的小农户来说，自然禀赋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弱

化，“资源无谓”特征的凸显是耕地撂荒现象生成的基本性根源。 文章认为，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是中国农业实现“第二次飞跃”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 李尚蒲副教授的《转出抑或撂荒：外包服

务对小农户的“挤出”效应》一文，重点分析了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对小农户农地经营的“挤出” 效应。
由外包服务所诱导的小农户退出，主要表现为促进农地转出而不是农地撂荒。 文章证明，小农户退

出农地经营将是一个基本的趋势。

务工距离如何影响农地撂荒

———兼顾时间、性别和代际的差异性考察

庄健，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提升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农地撂荒，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前提。 利用中国劳动力

动态调查（ＣＬＤＳ）数据，考察了农民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１）不同务工距离对农

地撂荒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本地务工对农地撂荒并未产生影响，而异地务工通过降低农业

投入时间和农地生存保障水平两条路径加剧了农地撂荒。 （ ２）异质性分析表明，异地务工对农地撂

荒的影响因转移劳动力的性别和代际结构存在差异性效果，家庭女性和老一代劳动力的异地务工明

显加剧了农地撂荒行为。 （３）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权稳定、农地流转与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会显著弱

化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文章强调，以家庭内部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生

计模式更有利于耕地的合理利用。 此外，推进农村城镇化，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推进农地流转市

场发育与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率，有助于缓解农地撂荒并改善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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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农地撂荒一直是与之相伴的普遍现象。 无论是在欧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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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与地区，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概莫如此 ［１－２］ 。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数据显示，在
中国 ２９ 省、２６２ 个县市中，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耕地闲置率分别达到 １３． ５％和 １５％。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７ 年，全国有撂荒记录的县（市）数量多达 １６５ 个 ［３］ 。 对于人口大国且长期面临人地矛盾的

中国来说，“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必须高度重视农地撂荒问题。
已有文献认为，农地撂荒是多种因素综合驱动的结果，主要包括：要素流动 ［４］ 、土地制度 ［５］ 、

农业比较收益 ［６］ 和区域自然环境 ［７］ 等。 其中，劳动力析出作为要素流动的直接体现，被众多学

者视为影响农地撂荒的首要驱动因素 ［８］ 。 对此，已有研究分别从非农就业比例、非农就业人数

以及非农就业类型等方面对农地撂荒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 部分研究认

为非农就业确实加剧了农地撂荒。 例如，Ｌｕ［９］ 的研究发现，农村家庭撂荒的平均概率与转移劳

动力数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Ｘｕ 等 ［４］ 的研究也表明，随着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的增加，农
地撂荒的概率相应变大。 但部分研究指出非农就业并非必然导致撂荒。 例如，Ｄｅｎｇ 等 ［１０］ 利用

中国农村 ２７ 个省份 ８０３１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发现非农就业与农地撂荒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

系，而是在非农就业水平达到 ４６％时撂荒率开始下降，整体表现为倒 Ｕ 型。 此外，对于非农就

业类型，部分学者认为无论是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还是兼业行为，均会增加农地的撂荒概率 ［４，９］ 。
但 Ｈｅ 等 ［１１］ 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撂荒行为存在差异，不稳定的兼业家庭为了规避

收入波动的风险反而会继续耕种承包地。
尽管关于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地撂荒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现有研究

大多把劳动力转移视为同质的，没有考虑具体迁移空间和转移劳动力结构特征差异带来的影响

效果。 具体来说：已有研究多关注非农转移这一整体就业类型对农地撂荒的影响，而忽略了非

农转移本身所包含的地理迁移成分，不同迁移距离所代表的务农机会成本不同，这将使农地的

处置方式呈现多样化。 同时，劳动力转移并非单一的个体行为，而是由家庭做出的联合决策。
由于劳动力个体间具有差异性，不同成员的非农转移将带来家庭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对农地

的处置方式产生异质性影响。 因此，在考察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撂荒的问题中，有必要识别转移

劳动力的空间特征和结构性特征。
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６ 年数据，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Ｔｏｂｉｔ 模型、ＰＳＭ

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从转移劳动力的

性别和代际差异视角探究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影响的异质性，试图从新的角度认识务工距离与

农地撂荒之间的关系，为实现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相关建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从劳动力迁移的时空特征切入，分析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二，从代

际和性别结构特征分析异地务工影响农地撂荒的效果差异。

二、分析线索与假说

（一）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综合效应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强调，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不是由个人独立做出的，而是一个由更大单位

（家族或家庭）做出的联合决策 ［１２］ 。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通常由转移者及其家庭成员

联合做出。 劳动力迁移之所以是一个联合决策，是因为个体的转移行为会导致家庭的时间配置

和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农业生产决策。 然而，这种影响并非同质，因为非农转移的主动

性和地域的分散性，往往会表现出转移空间的差异性 ［１３］ 。
按照务工区位的划分，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主要包括本地务工和异地务工两种情形。 一是不

同区位的务工行为将造成农业投入时间的差异。 一般来说，本地务工具有离土不离乡的特点，
非农劳动力凭借距离上的优势可以为家庭农业生产提供一定的劳动力支持，更有可能形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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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半农”的兼业模式 ［１３］ 。 因此，这一情形可以表达为农业投入时间的部分流失。 而异地务工则

不同，因为异地务工使劳动力的工作地点远离承包地，增大了务农时间的机会成本和往返的交

通成本 ［１４］ 。 因此，出于经济理性，异地务工家庭更有可能减少农业投入时间以实现务工的连续

性。 这意味着，相较于本地务工，异地务工可能产生更明显的农业投入时间的损失效应。 也就

是说，较高的兼业成本降低了异地务工家庭兼业化生产的可能性 ［１５］ 。 尤其在农地流转市场运

行不畅的山区等地，务工家庭很难通过农地经营权的交易或者参与分工经济来规避农业生产的

时间损失，此时，土地质量较差、收益相对较低的地块被撂荒的可能性较大。 尽管也有研究表

明，外出务工可能会为农业投资提供经济性支持 ［１６］ ，使农户购买更多的社会化服务或农业机械

以缓解劳动力短缺。 但已有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 ［１７］ ，仍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二是不同区位的务工行为将造成家庭收入结构的差异。 通常情况下，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非农收入的增加将会降低农业收益在家庭生计中的重要程度、弱
化农地本身所承担的生存保障功能，从而造成农地利用决策的变化 ［１４］ 。 一般而言，劳动力转移

的空间越大，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农民工获得较高非农收入的可能性也越大 ［１３］ 。 中国农民工监

测调查数据表明，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劳动力异地务工的工资率持续高于本地务工。 因此，当转移

劳动力的务工区位由本地向异地延伸时，其获取的非农收入可能是递增的。 此时，农业收入在

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本地务工凭借距离优势维持兼业经营的可能性较大，发
生撂荒的概率较低，而异地务工所发挥的农业收入替代作用较为明显，将通过弱化农地的生存

保障水平提升农地撂荒的可能性。 尤其在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不足的地区，异地务工家庭无法通

过农地转出的方式应对劳动力的短缺问题或退出农业生产，从而强化了异地务工对撂荒的作

用。 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具有差异性作用效果，其中本地务工对撂荒的影响并不明确，

异地务工将加剧农地撂荒。
假说 ２：异地务工主要通过减少农业投入时间和降低农地生存保障水平对农地撂荒产生

影响。
（二）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异质效应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影响下，女性劳动力更多地承担起哺育子女、家务

劳动和照料老人等家庭责任 ［１８］ 。 而女性特有的母系亲缘关系，使其除了在生理层面具有承担

家庭生产的比较优势外，心理层面上所具有的爱与责任等均被视为家庭中的精神资源 ［１９］ 。 作

为家庭的“粘合剂” ，女性劳动力留守农村时，意味着家庭的不完全离农。 而女性身上具有的勤

劳与责任使其对农地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和生计依赖，因此，留守女性在照料家庭的同时，更倾向

于继续维持农业生产，农地撂荒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尽管这种性别分工模式造成了农业劳动力

女性化趋势，但相关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水平、农业资源获取和投入等方面与男性

并无差异，留守妇女往往能充分利用生产资源和通过运用资本等手段应对劳动力不足等困

境 ［２０］ 。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男工女耕”的现实写照。 从转移次序上看，已婚女性的非农转移行

为具有从属性，具体表现为丈夫先外出务工，再随丈夫共同外出 ［２１］ 。 这说明如果女性劳动力外

出务工，意味着家庭完全离农的可能性较高，只有家庭的离农，才更有可能发生农地撂荒现象。
因此，相较于男性，家庭女性劳动力的异地务工对农地的处置决策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由此提

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３：与男性劳动力相比，女性劳动力的异地务工将提升农地撂荒的可能性。
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历来被视为农民的“命根子” 。

土地不仅发挥着生存保障和就业保障的兜底功能，同时对于长期精耕细作的中国农民而言，土
地本身也凝聚着乡土情怀与情感关联 ［２２］ 。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的逐步开放，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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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加拥有更多的选择，留乡务农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出路和选择，农民对土地的依存程度逐渐发

生改变。 已有研究指出，农民代际对于土地的价值观念呈现差异化 ［２３］ 。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
新生代劳动力和老一代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老一代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普

遍较低，就业空间的有限性和长期的务农经历强化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特性，从而衍生出深厚

的“恋地”情结 ［２４］ 。 这种对土地的依附情感可以体现为对农地的持续利用，因此，留守农村的老

一代劳动力在条件应允的情况下将倾向尽其所能地利用农地，以减少土地的闲置与撂荒。 而农

民对土地所赋予的特殊情感价值虽然可以在代际传递，但其作用空间极为有限 ［２５］ 。 因为新生

代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更高、接受能力更强，具有人力资本的积累优势，在城市容易获得更多的

就业机会和稳定的工资性收入，对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强烈 ［２６］ 。 土地于他们而言不再是精神的

归属和生活的需要，传统农耕制度中所蕴含的土地情感依附逐渐淡化。 这意味着新生代劳动力

留守农村并维持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较小。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４：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劳动力的异地务工将提升农地撂荒的可能性。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 该数据

涵盖我国 ２９ 个省份（西藏、海南、港澳台除外） 。 其中，２０１６ 年调研数据共涉及样本 ２１０８６ 劳动

力个体、１４２２６ 个受访家庭以及 ３８９ 个社区。 为了识别农户家庭的务工行为与农地撂荒的发生

顺序，务工距离的相关变量来源于滞后一期的数据（ ＣＬＤＳ２０１４） 。 在剔除非农居民和关键变量

严重缺失的样本后，将农村的家庭问卷、个体问卷以及村居问卷进行匹配合并，最终获得 ２５ 个

省份的 ２４７３ 个农户家庭样本。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地撂荒。 借鉴郑沃林和罗必良 ［５］ 的研究，以是否撂荒（ ０ ＝ 未撂荒；１ ＝ 撂

荒）和农地撂荒率（撂荒耕地面积 ／承包地总面积）作为农地撂荒的测度指标。
２．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务工距离，主要包括本地务工和异地务工水平两类变量。 参考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本文将非农劳动力定义为户籍在农村且从事非农活动 ６ 个月及

以上的劳动力；将在户籍所在乡镇以外从事非农活动者定义为异地务工；将在户籍所在乡镇地

域以内从事非农活动者定义为本地务工。
３．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主要包括农业投入时间和农地生存保障水平两类变量。 其中，农业投入时

间采用“２０１５ 年家庭从事农业生产总时间（月） ／家庭劳动力总数”表征；农地生存保障水平则

用“２０１５ 年家庭农业收入 ／家庭总收入”表征。
４．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已有研究 ［５，２７］ ，引入其余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特征（户主年龄、性别、婚姻） 、家庭

特征（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机械数量、旱田比例、政府补贴、农
地确权颁证） 、社会保障（新型养老保险）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农地调整次数、村庄地形、惠农服

务、退耕还林、农地转出率、农业人口比例、地理区域） 。 主要变量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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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地撂荒行为 农户是否撂荒耕地：１ ＝是；０ ＝否 ０．１３２ ０．３３９

农地撂荒率 耕地撂荒面积 ／ 承包地总面积 ０．０４６ ０．１３１

本地务工水平 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 ／ 家庭劳动力总数 ０．１２８ ０．２７３

异地务工水平 异地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 ／ 家庭劳动力总数 ０．０５８ ０．１７５

农业投入时间 ２０１５ 年农业生产投入总月数 ／ 家庭劳动力总数 ４．４３１ ４．４４５

农地生存保障水平 ２０１５ 年农业收入 ／ 家庭总收入 ０．４２３ ０．４３６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 ５５．９１１ １０．２９９

性别 １ ＝男性；０ ＝女性 ０．９２９ ０．２５６

婚姻 １ ＝已婚；０ ＝其他 ０．９２２ ０．２６８

家庭人口规模 ２０１５ 年家庭人口总数（人） ５．０５１ ２．０６３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２０１５ 年家庭劳动力总数（人） ２．１２４ ０．９６８

农业人口比例 村庄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 ６９．７１７ ３１．８８２

家庭人均收入 ２０１５ 年家庭总收入 ／ 家庭人口总数（对数） ８．４５１ １．０９３

农地确权颁证 是否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１ ＝是；０ ＝否 ０．５５９ ０．４９７

土地调整 村庄土地调整次数（次） ０．３１８ ０．７１７

农地流转 村庄农地转出率（％） １２．０５３ ２０．７８３

旱田比例 旱田总面积 ／ 承包地总面积 ０．４７２ ０．４７６

退耕还林 村庄是否施行退耕还林政策：１ ＝是；０ ＝否 ０．４０８ ０．４９２

新型养老保险 家庭参与新型养老保险人数 ／ 家庭总人数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３

农业机械数量 家庭持有农业机械数量 ０．２０９ ０．５０９

政府补贴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是否获得政府补贴：１ ＝是；０ ＝否 ０．４８０ ０．５００

惠农服务 村庄是否提供惠农服务：１ ＝是；０ ＝否 ０．６２８ ０．４８３

村庄地形 １ ＝平原；２ ＝丘陵；３ ＝山地 １．７４１ ０．８１６

地理区域 １ ＝东部地区；２ ＝中部地区；３ ＝西部地区 １．９２４ ０．８５８

（三）模型选择与说明

１．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行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撂荒行为是二元离散型变量，故构建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Ｙ１ｉ ＝ α０＋α１Ｘ ｉ＋α２Ｚ ｉ＋μ１ｉ （１）

式（１）中，Ｙ１ｉ ＝ １ 表示第 ｉ 个农户有撂荒行为，Ｙ１ｉ ＝ ０ 表示第 ｉ 个农户无撂荒行为；Ｘ ｉ 表示第 ｉ
个农户的本地和异地务工水平；Ｚ ｉ 为控制变量；ａ０ 为常数项，α１ 和 α２ 为待估系数，μ１ｉ为随机误

差项。
２ ．务工距离对耕地撂荒率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撂荒面积占比是连续型变量，故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 具体形式为：
Ｙ∗

２ｉ ＝ α０＋α１Ｘ ｉ＋α２Ｚ ｉ＋μ２ｉ

Ｙ２ｉ ＝ ｍａｘ（０，Ｙ∗
２ｉ ）

{ （２）

式（２）中，Ｙ２ｉ表示第 ｉ 个样本家庭的农地撂荒率；其他变量与式（１）相同。
３ ．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作用机制

Ｙ ｉ ＝ α０＋α１Ｘ ｉ＋α２Ｚ ｉ＋μ ｉ （３）
Ｍ ｉ ＝ β０＋β１Ｘ ｉ＋β２Ｚ ｉ＋μ３ｉ （４）

Ｙ ｉ ＝ γ０＋γ１Ｘ ｉ＋γ２Ｍ ｉ＋γ３Ｚ ｉ＋μ４ｉ （５）
式（３）—式（５）中，Ｙ ｉ 表示被解释变量农地撂荒行为和撂荒率；Ｘ ｉ 表示异地务工水平；Ｍ ｉ 表

示两类中介变量（农业投入时间和农地生存保障水平） 。
４．关于内生性问题

由于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地撂荒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利用截面数据无法进行因果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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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因此，本文首先将核心解释变量选择滞后一期的劳动力务工情况，识别出“先务工、再撂

荒”的样本农户，以解决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其次，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 ＰＳＭ）构造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影响的反事实框架来纠正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以验证

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最后，由于 ＣＬＤＳ 数据中缺乏耕地细碎化程度和地块位置等影响农地撂荒

的控制变量，为了避免遗漏其他变量，本文增加了外部环境特征变量来控制遗漏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表 ２ 是务工距离影响农地撂荒的基准回归结果。 从表 ２ 可以看出，不同务工距离对农地撂

荒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表现为，本地务工并未加剧农地的撂荒行为和撂荒率；而异地务

工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加剧农地撂荒，计算边际效应分别为 ０．１０４ 和 ０．０４２，即当异地务工水平

提升 １％，农地撂荒行为和撂荒率将分别提升 １０．４％和 ４．２％。 空间上，当农户务工距离由近向

远延伸时，其农地撂荒的概率显著增加。 与前文的假说 １ 一致。
表 ２　 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农地撂荒行为 农地撂荒率

（１） （２） （３） （４）

本地务工水平 ０．１３１（ ０．２４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１）

异地务工水平 ０．９８０∗∗∗（ ０．３０７） ０．２８６∗∗∗（ ０．０９２）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性别 －０．０８１（ ０．２２４） －０．０９１（ ０．２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９）

婚姻 －０．４６７∗∗（ ０．２２２） －０．４６８∗∗（ ０．２２３）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７）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７）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１５７∗∗（ ０．０７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９∗∗∗（０．０２０）

农业人口比例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人均收入水平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农地确权颁证 －０．３０８∗∗（ ０．１２８） －０．２９３∗∗（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８）

土地调整 ０．２１１∗∗（ ０．０９０） ０．２２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４）

农地流转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旱田比例 －０．１８７（ ０．１７３） －０．１９９（ ０．１７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９）

退耕还林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５（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２）

新型养老保险 －０．４６７∗（ ０．２７９） －０．４６９∗（ ０．２８１） －０．１４８∗（ ０．０８８） －０．１４７∗（０．０８８）

农业机械数量 －０．２８２∗（ ０．１６５） －０．２７４∗（ ０．１６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４∗（０．０４９）

政府补贴 －０．６２９∗∗∗（ ０．１３３） －０．６１８∗∗∗（ ０．１３４） －０．２１１∗∗∗（ ０．０４０） －０．２０８∗∗∗（０．０４０）

惠农服务 ０．３２８∗∗（ ０．１３８） ０．３２６∗∗（ ０．１３８）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２）

地形：平原对照

丘陵 ０． ．８８０∗∗∗（ ０．１５３） ０．９０７∗∗∗（ ０．１５３） ０．２６５∗∗∗（ ０．０４８） ０．２７２∗∗∗（ ０．０４８）

山区 ０．５１３∗∗∗（ ０．１８９） ０．５２０∗∗∗（ ０．１８９） ０．１５８∗∗∗（ ０．０５６）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６）

地区：东部对照

中部地区 ０．１０３（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１）

西部地区 ０．７４０∗∗∗（ ０．１６２） ０．７１８∗∗∗（ ０．１６０） ０．２２２∗∗∗（ ０．０５０） ０．２１１∗∗∗（ ０．０４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１

Ｎ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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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核心变量：重新测度务工距离

本文将采用两种方式重新测度务工距离。 一是参考檀竹平等 ［１３］ 的研究，按照务工地点分

别将本村内务工赋值为 １、本镇他村赋值为 ２、县内他镇赋值为 ３、县城（区）赋值为 ４、县以外赋

值为 ５，由此测度务工距离。 表 ３ 所列的是模型估计结果的边际效应。 结果显示，务工距离分别

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上正向作用于农地撂荒行为和撂荒率，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二是基

于时间维度，重新量化本地务工与异地务工水平。 使用“家庭本地务工总月数 ／ （家庭劳动力人

数×１２ 个月） ”衡量本地务工的时间占比，使用“家庭异地务工总月数 ／ （家庭劳动力人数×１２ 个

月） ”衡量异地务工的时间占比。 结果显示，本地务工并不明显影响农地撂荒，但异地务工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撂荒行为和撂荒率。 异地务工时间占比每提升 １％，农地撂荒行为和

撂荒率将分别提升 １２． ３％和 ４． ９％。 对比表 ２ 可以发现，相较于务工距离，异地务工时间的增

加，会进一步显著加剧农地撂荒。
表 ３　 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农地撂荒行为 农地撂荒率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务工距离 ０．０１３∗∗∗（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本地务工时间占比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异地务工时间占比 ０．１２３∗∗∗（０．０３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２

Ｎ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本部分采用 ＰＳＭ 方法对样本进行再估计。 参考范丹和魏

佳朔 ［１４］ 的研究，按照“比重最大，距离最远”的原则，即以务工成员占比最大的地区来表征家庭

的务工距离，由此分离出本地务工和异地务工家庭。 在此基础上，将本地务工家庭设置为处理

组，将非本地务工（纯农户和异地务工家庭）设置为对照组；进一步将异地务工家庭设置为处理

组，非异地务工（纯农户和本地务工家庭）设置为对照组。 分别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

匹配三种方式依次检验。 表 ４ 估计结果显示，异地务工分别在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农

地撂荒，而本地务工对农地撂荒并未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４　 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匹配方式
农地撂荒行为 农地撂荒率

ＡＴＴ ｔ ＡＴＴ ｔ

本地务工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０８ －０．３７ ０．００９ ０．１６

半径匹配 －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２６

核匹配 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７

异地务工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６２ ２．１５∗∗ ０．０１８ １．５６

半径匹配 ０．０６０ ２．３４∗∗ ０．０１７ １．７３∗

核匹配 ０．０５７ ２．２８∗∗ ０．０１７ １．７４∗

（三）机制分析

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农户家庭的异地务工主要通过减少农业投入时间和降低农地生存保

障对农地撂荒产生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本部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予以检验。
１．异地务工、农业投入时间和农地撂荒

回归结果见表 ５。 其中，列（１）和列（２）的回归结果与表 ２ 相同，再次证明异地务工正向显

著影响农地撂荒；列（３）显示异地务工在 １％的水平上负向影响农业投入时间。 进一步地，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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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入时间和异地务工两个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列（４）和列（５）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业投

入时间在 １％的水平上负向影响农地撂荒。 农户异地务工不仅对农地撂荒有直接影响，还会通

过降低农业投入时间对农地撂荒产生间接影响。
表 ５　 “异地务工－农业投入时间－农地撂荒”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农地撂荒行为

（１）

农地撂荒率

（ ２）

农业投入时间

（ ３）

农地撂荒行为

（ ４）

农地撂荒率

（ ５）

异地务工水平 ０．９８０∗∗∗（０．３０６） ０．２８６∗∗∗（０．０９２） －２．０８６∗∗∗（０．４１９） ０．８１７∗∗（０．３１８） ０．２３８∗∗∗（０．０９０）

农业投入时间 －０．０７３∗∗∗（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１ ０．１９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５

Ｎ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异地务工、农地生存保障水平和农地撂荒

表 ６ 结果显示，异地务工在 ５％的水平上负向影响农地的生存保障水平；不仅如此，农地生

存保障水平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即劳动力异地务工不仅对农地撂荒有直接影响，还会通过降

低农地生存保障水平对农地撂荒产生间接影响。 由此，假说 ２ 得到验证。
表 ６　 “异地务工－农地生存保障水平－农地撂荒”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农地撂荒行为

（ １）

农地撂荒率

（２）

农地生存保障水平

（ ３）

农地撂荒行为

（ ４）

农地撂荒率

（ ５）

异地务工水平 ０．９８０∗∗∗（０．３０６） ０．２８６∗∗∗（０．０９２） －０．０９３∗∗（０．０４０） ０．８９６∗∗∗（０．３１５） ０．２７１∗∗∗（０．０９０）

农地生存保障水平 －０．８６３∗∗∗（０．１７９） －０．２６１∗∗∗（０．０５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１ ０．２８０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６

Ｎ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四）异质性检验

异地务工主要通过减少农业投入时间和降低农地生存保障水平两条路径加剧了农地撂荒。
进一步讨论，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是否因转移劳动力的结构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 本文

对此进行检验。
１．基于性别结构的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说 ３，本文分别用“女性异地务工人数 ／家庭女性劳动力人数”和“男性异地务工

人数 ／家庭男性劳动力人数”分别测度男性、女性劳动力的异地务工水平。 表 ７ 估计结果显示，
女性异地务工水平每提升 １％，农地撂荒行为和撂荒率的概率分别增加了 １１．９％和 ４．８％；而男

性的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并不明显。 可见，女性“离农”是农地撂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在村庄社会，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所特有的联结家庭、勤劳、节约与忍耐的优秀品

质，即使在本地从事非农务工，往往会兼业务农而不撂荒土地。 但女性劳动力一旦外出异地务

工，尤其在农地流转不畅的情形下 ［２８］ ，就有可能提升农地撂荒的发生率。
表 ７　 不同性别的异地务工水平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变量
农地撂荒行为 农地撂荒率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女性异地务工水平 １．１２４∗∗∗（ ０．３４６）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３２９∗∗∗（０．１１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６）

男性异地务工水平 ０．３８６（ ０．２５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２

Ｎ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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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基于代际结构的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为进一步考虑代际差异问题，本文参照刘炎周等 ［２９］ 的研究，将 １９７５ 年以前出生的农民视

为老一代劳动力，１９７５ 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视为新生代劳动力。 由此，用“老一代异地务工人

数 ／家庭老一代劳动力人数”和“新生代异地务工人数 ／家庭新生代劳动力人数”分别测度不同

代际劳动力的异地务工水平。 表 ８ 的结果表明，相对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劳动力的异地务工

对农地撂荒具有显著的影响。 这与假说 ３ 一致。 事实上，对于老一代劳动力而言，土地不仅仅

是获取生计来源的生产资料，更是叶落归根的归处，对农地所赋予的特殊情感促使其留守农村

时能充分利用农地资源。 虽然有研究指出，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会带来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下

降，甚至是农地的撂荒。 但这显然是从劳动力弱质化角度而言的，并未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替

代作用考虑在内，这将留待下一节讨论。
表 ８　 不同代际的异地务工水平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变量
农地撂荒行为 农地撂荒率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新生代异地务工 ０．３５８（ ０．２６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老一代异地务工 ０．５７７∗（ ０．２３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２） ０．１５９∗（０．０８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９

Ｎ ２４７３ ２４７３

五、进一步讨论

尽管农户家庭异地务工并不利于农地的合理使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撂荒的可能性，
但这种影响可能并不具有必然性。 对于异地务工家庭来说，抑制农地撂荒主要有三种实现形

式：第一，稳定地权以改善农民的行为预期。 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格局下，农民即使外出务工，
依然可以通过土地托管、委托经营的方式进行农地经营，既能避免农地撂荒，又能获得农业收

入。 第二，借助农地流转市场来实现经营权的租赁交易。 这既可以化解农地撂荒，又能增加农

民的租金收益。 第三，购买农机服务来改变要素配置结构。 这既能缓解农业劳动力的流失效

应，又能有效克服外出务工带来的撂荒效应。 本文对此做进一步的延伸讨论。
１．产权稳定性差异下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本文将“是否领取确权证书”作为地权稳定性的代理变量，并将研究样本按照“农户家庭是

否领取确权证书”划分为两组，分别检验异地务工对于农地撂荒的影响（剔除控制变量“农地确

权颁证” ） 。 表 ９ 所列的是模型估计结果的边际效应（下同） 。 结果显示，地权稳定能够显著降

低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一方面，农地确权通过赋予农民更加稳定和安全的产权从而强

化其对农地的珍惜程度，减少土地撂荒等土地低效利用的行为；另一方面，农地确权通过明晰产

权边界并强化产权排他性，能够降低农地非法侵蚀的可能性 ［３０］ ，从而降低撂荒概率。
表 ９　 不同地权情形下异地务工水平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变量
已领取确权证书 未领取确权证书

撂荒行为 撂荒率 撂荒行为 撂荒率

异地务工水平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６∗∗∗（０．０５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５

Ｎ １３８３ １３８３ １０９０ １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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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农地流转差异下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本文将表 １０ 中的“村庄农地转出率（均值为 １２． ０５％）”作为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代理变

量，分别检验在不同农地转出水平下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剔除控制变量“村庄农地转

出率” ） 。 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撂荒农地的利用效率。 这进

一步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农地撂荒是要素错配的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

未能有效匹配的产物。 显然，当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时，理性务工家庭将优先考虑流转农地

以获取财产性收益；而流转市场发育不足意味着缺乏产权交易的实现途径，务工家庭无法通过

流转市场完成经营权交易，从而提升了撂荒的可能性。 在非农就业具有比较收益优势时，更是

如此。
表 １０　 不同农地流转情形下异地务工水平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变量
农地转出率大于等于均值 农地转出率小于均值

撂荒行为 撂荒率 撂荒行为 撂荒率

异地务工水平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８∗∗∗（０．０３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８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６

Ｎ ５９２ ５９２ １８８１ １８８１

　 　 ３．农机服务差异下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本文将“样本家庭所在村庄是否提供机耕服务”作为农机服务市场发育程度的代理变量，并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两组，分别检验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剔除控制变量“惠农服务” ） 。
从表 １１ 中可以发现，机耕服务将显著弱化异地务工对撂荒的影响。 由此可见，随着农机服务市

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户可以通过引入农机服务缓解劳动力的刚性约束，从而降低农地撂荒

的可能性。
表 １１　 不同农机服务情形下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行为的影响

变量
提供机耕服务 不提供机耕服务

撂荒行为 撂荒率 撂荒行为 撂荒率

异地务工水平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１３１∗∗∗（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２

Ｎ ６８９ ６８９ １７８４ １７８４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分别运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Ｔｏｂｉｔ
模型、ＰＳＭ 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家庭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主要结论是：
（１）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效果，具体表现为本地务工对农地撂荒并未产生影

响，异地务工通过降低农业投入时间和农地生存保障水平两条路径加剧了农地撂荒。 （ ２）异地

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因转移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存在差异。 从转移劳动力的性别结构来看，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异地务工将提升撂荒的可能性；从代际结构来看来，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

劳动力异地务工将提升撂荒的可能性。 （３）地权稳定将会显著弱化异地务工对撂荒的作用；尤
其是农地流转市场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有效抑制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

主要的政策启示是：（１）推进以县域为重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鼓励农民就地就近的就业与

创业，提高本地非农就业水平，抑制农地撂荒。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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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２０１９ 年，全国省内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 ２． ５％，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则减少 １． １％。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民工总量减少 ５１７ 万人，降幅为 １．８％。 其中，外出农民工降幅

高达 ２．７％，而本地农民工降幅仅为 ０．４％。 可见，农民工远距离迁移就业趋势减缓，而就近择业

趋势增强。 因此，加快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是抑制农地撂荒，促进乡村振兴并加快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策略。 （２）将农业非农劳动力市场、农地流转市场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的

市场发育“三位一体”联动推进，将县域城镇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业分工经济拓展“三位一

体”统筹扶持，不仅有助于化解农地撂荒问题，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而且有

助于与乡村振兴的有序对接。 （３）妇女与老人的就近就业，是缓解农地撂荒的重要方式。 必须

重视这一群体潜在的积极力量，动员其“珍地” “惜地” “重农”的自然伦理情结，在强化地权稳定

与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加快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与外包托管服务的专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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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ｈａｌｆ⁃ｆａｒｍｉｎｇ， ｈａｌｆ⁃ｗｏｒｋ”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ｎｅａｒｂｙ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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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期 庄健，罗必良 　 务工距离如何影响农地撂荒


